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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分合轨迹”: 社区空间的生产*

———关于南苑肿瘤医院的抗争故事

黄晓星

提要:本文聚焦于南苑①围绕广安肿瘤医院的抗争故事，将该事件置于
城市空间重构与生产的结构性情境下，分析社区空间的生产机制。文章指
出，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权力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市场化的话语体系下，以
程序合法性及产权的话语获得垄断地位; 而自下而上的抗争以规则、权利等
意识为主导，通过“间隙运用”的策略生产出社会空间，但最终服从于空间的
霸权体系。作者分析了空间霸权的战略、空间抗争的战术特点，以及上下分
合轨迹，将其统合成为社区空间的生产过程。笔者认为，社区空间应该趋向
对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才能更好地实现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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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空间正义

空间重构是新都市社会学( 主要为新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重点，体

现了发达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城市的变化( Castells，1983; Lojkine，
1977; Mingione，1977; Pahl，1969; Rex ＆ Moore，1967; Rex，1968 ) 。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空间重构也成为城市发展的焦
点，政府的整体规划( 住房商品化、拆迁等) 直接引致空间重组。在此
过程中社区很难自成一体，而是与外在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被

卷入空间生产的趋势中。
在工具理性指引下，政府对城市区域进行调整: 在中心城区建设商

业区，在边缘地带建设保障房; 社区内部也被纳入规划之中( 楼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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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楼间距、基础配套设施等)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认为，空
间既是政治性又是社会性的，当规划影响到居民生活时，后者则从沉默

转向抗争，社会运动往往“质疑空间之使用”( Lefebvre，1979 ) ，其根本
目的在于追求空间正义。在谈及空间的社会性时，空间被定位为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呈现出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地图( Mingione，1977) 。
本文关注社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分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分合

的张力，它们直接体现为政府、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现阶段，社区
空间成为可交换的商品，获得产权的属性，为政府与市场所“殖民”。
社区不再只是人们的生活场所，而是多种力量角逐的产品。在该过程
中，各主体在“文化工具箱”( Swidler，1986) 中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工
具，处于一系列的策略关系中。本文涉及的南苑为解困房社区，是政府
城市规划的结果。当原来规划的卫生院被建成肿瘤医院时，居民奋起
反抗，不同的主体互动塑造出纷繁复杂的空间政治景象。迪尔指出，空
间是社会关系的投射，人造环境是“对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 Dear，
2000) ，肿瘤医院的建设就是对不同社会关系在社区中的“粗暴浓缩”。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空间生态是社区研究的重要视角，人类生态秩序是多因素互动的

结果。社区空间生产弥漫着权力关系，是组织博弈的过程，在西方体现
为政府、社会运动组织、反社会运动组织等动态变化，在中国则体现为
在含混—谋略型国家—市民社会关系下，因组织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
的不同过程。

( 一) 空间的生产:理论的源头

空间的生产概念源自列斐伏尔，他将空间和地理的分析带入马克

思主义①中，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性，使空间进入了历史进程，由

“空间中的生产”( production in space) 转变为“空间的生产”(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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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主义中较早系统分析空间的当属恩格斯。恩格斯主义( Engelsism) 是一种激进的
城市分析理论，它把作为社会系统的资本主义及其所产生的居住空间之间的关系当作研

究问题( Gottdiener，1987) 。



of space) ( Lefebvre，1991) 。空间的生产指涉了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
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包括城市化所推动的变化以及空间组织性范式的

变迁等。空间被赋予了某种政治上的而非本体论的优先性( 刘怀玉，
2006; 郑震，2010) ，空间演绎成为理解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思路( 潘泽
泉，2008) 。列斐伏尔所指涉的三个空间分别意味着空间不同的生产
层面，从实际的物理空间、场所到话语空间，无一不贯穿着权力的争夺。
在城市规划中，最直接的途径即是将空间分而治之，空间摆脱了单

纯作为容器的角色，被当成商品本身进行生产( Lefebvre，1979) 。规划
体现出纷繁复杂的权力互动关系，是不同社会主体互动的目的与结果。
希尔兹结合空间理论对西埃德蒙购物广场进行分析，作为一个私有化

的公共空间，它深刻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空间模式，具体空间实践深刻

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构成了列斐伏尔所说的“再现的空间”
( Shields，1989) 。哈维借由纽约一座公园内发生的城市冲突的景象表
明，空间的生产是充满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有权

势的一方( Harvey，1992) 。卡斯特通过将空间与集体消费联系在一起，
讨论空间生产与集体消费之间的关系( Castells，1976) 。这些研究试图
分析空间生产的逻辑，在空间实践过程中社会关系不断呈现出来，在社

会组织博弈过程中推进了空间的发展。
空间的规划在于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是外部社会控制结构的权力

安排，空间的商品化意味着市场对物理空间的侵蚀。帕尔①分析了空
间规划的四个决定因素: 地区的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状
况、本地政治专家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对于相对剥夺的意识( Pahl，
1969) 。城市经理人通过长期的预算决定来影响空间资源的分布，链
接了政府与民众，既代表着政府，又反映了市场的干预能力。洛伊坎从
结构性的条件开始分析，认为大企业及政府在城市政策发展中影响了

空间格局( Lojkine，1977 ) 。具体的空间承载了抽象的空间，进一步成
为权力空间; 没有空间的生产，权力不可能得到再生产，权力的框架就

不可能获得具体性( Lefebvre，1991) 。显而易见，都市空间安排为抽象
的权力空间所支配，是国家对于社会单元空间的安排。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空间规划意味着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民众在

国家、市场的空间霸权下开始逐步质疑空间的使用，发起了为数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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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帕尔的分析属于“新韦伯主义”。



消费者运动( Lefebvre，1979 ) 。他们要求将先前由“自上而下”生产出
来的社会空间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完成普遍性的自我管理
( Lefebvre，1979) 。在外在空间干预的情境下，都市邻里已经成为权力
和社会实验的主要场所，成为大部分斗争的组织基础，社区运动和公民

运动深深植根于城市危机的结构化因素中( Castells，1983: 276) 。
与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相对应的是自下而上的空间诉求，体现在

一系列的社会运动过程中。空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剧的场
所，承载着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列斐伏尔等人指出了不同社会主体
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则直接讨论组织的重要性，

以资源动员理论及其后续修正为代表。

( 二) 社会运动与都市空间的生产:社会运动组织、反运动组织和政府
机构

国家组织了市场，形塑了城市空间( Castells，1983: 218 ) 。贫穷、种
族、邻里为空间所结构化，公民运动则围绕着空间所结构化的资源而发
起。政府在寻求社会控制，居民则反抗该控制。随着抗议的增强，国家
不得不做出让步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Castells，1983: 223 ) ，从而生产
出了不同的空间。所以，空间既是限制或促进社会运动产生的场所，亦
是社会运动所诉求的目标。
麦卡锡和扎尔德以及后续资源动员理论的支持者给予组织性极大

的重视，组织密度越大，社会运动形成及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McAd-
am，1988: 703) 。梯利在其研究中充分强调了政府在社会运动中的作
用，提出政体模型( Tilly，1978: 53) 。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是能动的
主体，会压制或扶持某些挑战者。政体模型中包括政体外的竞争者，是
未能通过常规化手段获取利益诉求的抗议者。在社会运动中，某些抗
议者有与政府达成联盟的趋势，这视乎政府本身利益需求而定。接着，
梯利展示了第二个模型———社会动员模型( Tilly，1978: 56 ) ，强调组织
和资源的作用，能否动员起来则视竞争者所掌握的组织及资源的多少。
但空间的生产是“组织性”与“生态性”结合的过程，是一种社会建构。
梯利等人( Martin ＆ Miller，2003; Tilly，2000) 的后期研究弥补了资源动
员理论对于社会运动发生情境的忽略，强调了生态单元的重要性。梯
利总结出三种空间: 泛空间、情境空间、地域( Tilly，2000 ) ，不同的空间
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对社会运动也有不同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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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态单元的分析与对于组织的分析同等重要，这也是本文将空间生

产与社会运动的组织性联系起来的直接原因。
空间性与组织性在动态中发展，二者互动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

对环境运动进行分析时，加尔修正了资源动员理论关于组织的论述，认

为在 SMO( 社会运动组织) 和 CMO( 反运动组织) 、A( 政府机构) 的平
衡互动中实现了社会运动的发展与社会空间的重构( Gale，1986 ) 。在
不同阶段，三类组织采取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重
要的是，西方的社会运动组织和反运动组织都在合法的框架内生存，它

们都争取但不完全依赖政府的支持; 不同的政府机构有可能与 SMO或
CMO结成联盟，但其最终目标是消解社会运动，达成新的 SMO与 CMO
的平衡。加尔划分了六个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三类组织互动关
系的假设，构建了“组织性”互动的阶段化理想类型，对本文社区空间
生产的阶段性研究有极大启发，但该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
一个理论移植到中国，情境维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刘能，2004) 。

政府( 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 仍然保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绝对合法性，而

社会运动组织的合法性则不足。在西方都市运动中，组织起着核心作
用; 但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较弱。另外，在梯利的政体模型中，一个重
要的因素是常规化政治诉求渠道的存在; 但在中国，政体内部鲜有弱势

群体可借以表达自我利益和消减怨恨的常规渠道，或者即使有，也常常

处于失效状态，少数群体很可能转而采取非常规的战术手段( 如静坐、
示威或阻碍交通等) ，呈现出集体行动中更为常见的分散性与策略性。
在西方，社会运动组织、反运动组织都能够在合法的框架内发育，政府
部门以协调的身份出现; 在中国，合法的社会组织与诉求渠道的缺失使

社会群体更易将矛头指向政府。所以，在中国社区情境中，社区空间的
生产所呈现出来的组织性与西方截然不同，SMO、CMO、A 三个部分呈
现出更为策略性的互动关系。

( 三) 小结:作为一种“组织性”的空间生产与中国情境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理型国家—市民社会

关系的稳定性，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成为其对立面，维护着公民的个

人权利。空间的生产与组织紧密联系，体现为三类组织博弈及制衡过
程。这种“组织性”情境预设在中国是缺失的: 西方的三类组织是分离
的，在中国体现为一种分分合合的矛盾状态; 西方国家政府机构作为第

302

论 文 “上下分合轨迹”: 社区空间的生产



三方调控，然而在中国，政府机构往往以反运动组织的角色出现。
本文将中国的国家—市民社会关系概括为“含混—谋略型”关系，

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三者服务于各自的利益取向，处于一种新的策略
性关系中。这种关系不稳定，三者之间难以围绕统一依据去行动，只能
分析对方的行事逻辑，进而形成自身的策略性行动。“含混型”关系指
国家对市民社会持怀疑态度，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国家寻求
在体制外利用社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远近不同的国家—市民社会的
分离状态。在此结构性情境中，空间生产的“组织性”范式不适用于中
国，代之以更为多元化的策略性特征。在城市中，空间首先体现为政府
的安排，虽遇到正当性危机———如拆迁所带来的抗争，但在合理性的主
导下，各个城市的改造顺利进行着( 陈映芳，2008) 。在此，空间与权力
的叠合不言而喻，城市规划充满了权力的痕迹。空间重构同样带来了
此起彼伏的空间抗争运动，如反对拆迁、业主维权等，这甚至被视为公
民社会的生产，借此呼吁公民权利的塑造( 沈原，2007 ) 。诸学者以机
会空间( 施芸卿，2007) 、相邻权( 何艳玲，2006) 、社区性( 黄晓星，2011)
等概念分析正在进行中的社区空间斗争。归根到底，社区运动强调自
下而上的动员，与自上而下的干预愈发断裂，造成了矛盾的恶性循环。
如何协调社区中的不同因素，合理布局空间、人口及组织，成为合理的
空间生产的重要机制。
中国呈现出的不同主体互动的特征与西方截然不同。在自上而下

的控制中，国家时而控制收紧，时而安抚放松; 在自下而上的抗争中，民

众亦处于不断的“试误”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并非循着前述三类组织
的阶段而行。国家已经放弃了以往一元化的统治思维，类似“安抚型
国家”( 郑广怀，2010) ，既维护政府的形象，也作一定的妥协; 普通民众
并非希望建立一个与国家对抗的、独立的市民社会，而期望能与国家建
立新的联系，在国家的规则中寻得帮助( 项飚，2010) 。
在规则不确定的转型时期，各行为主体在竞逐文化的领导权( Swi-

dler，1986) ，同样也在竞逐空间生产的话语权。在新的联系的生产过
程中，各种意识形态纷纷登场，并影响了不同主体的行为策略。国家、
市场及市民社会是不同话语的主体，在社区中争取自身话语的主导地

位。国家通过不同的政府部门选择一种意识形态，并使其成为垄断性
的意识形态; 市场及市民社会也在建构自己的行为策略，从以往的文化

中获取资源，体现“文化工具箱”的作用( Swidler，1986) 。哈维指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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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群体都致力于自身的“话语”( Harvey，1992 ) ，体现为在空间中的话
语争夺，又进一步区分为自上而下的话语控制与自下而上的话语宣传

等截然不同的路径。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的分析有别于西方“组织性”范式的中国社区

空间生产。① 在转型情境中，另外一种组织性值得重点关注，社区居民
以社区精英为中心，形成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企业等进入了“空
间型构”( Gottdiener，1987) 的过程，包括社区空间规划、空间问题的政
治斗争等。本文的研究问题细化为: 在社区空间生产中，社区规划是如
何发生改变的，到底哪些社区主体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 结果如何?

为什么及发生了哪些调整? 在社区空间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

了由上而下( 由外至内) 及由下而上( 由内至外) 的两股空间关系呈现

的力量，从而形塑出中国特色的“上下分合轨迹”。

二、南苑故事: 社区空间生产的脉络

南苑社区空间生产的故事在规划与抗争二者的博弈之间进行，表

现为政府将社区卫生院置换为广安肿瘤医院以及之后与社区居民一系

列策略性的互动过程。
2005 － 2008 年，广安肿瘤医院的建设一直在缓慢进行，但已经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事情回溯到 1994 年，当时的售房规划图显示: 小区
中央将建一所卫生院，用地面积 1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
然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是，2005 年卫生院楼层施工完成，竟被建为一栋
建筑面积 1 万多平方米的 9 层楼房，用途也被置换为广安肿瘤医院住
院部。南苑之前因物业管理问题已经形成的“榕树头”②集会再次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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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讨论的社区空间的生产概念分为两个部分: 1. 在城市空间重构的背景下，社区的物
理空间如何发生变化，这是对社区物理空间本身的生产; 2. 伴随着物理空间的生产过
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分合轨迹中，社区本身形成了准制度化的公共空间，政府与

社区介入辩论。前者倾向于结构性的制约，而后者更体现能动性的反应。前者更符合列
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后者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公共舆论在形成，在社区层

面上也有一定的认知解放，二者是在一个过程中实现的。所以，本文采用一种综合的空
间生产概念，该概念更接近于德塞图所说的空间( 吴飞，2009) 。在此不作过细的区分。
之前，南苑居民围绕着物业管理问题在 A楼下聚集、讨论，后 A 楼被称为“榕树头”。关
于“榕树头”的更多讨论可参见黄晓星，2011。



作用，居民从去市政府上访开始，开启了一系列的社区空间生产故事

( 见表 1) 。

表 1 “角色 －时间矩阵”: 社区空间生产不同阶段的故事简要脉络
时间 政府部门 广安肿瘤医院 社区居民

潜伏期
( 1994 年)

社区规划 购房入住

开端
( 2005 年)

规划改变，南苑建成 9 层楼
的医院主体建筑，卫生院被
改为肿瘤医院

与区卫生局签订
产权转让协议

去市政府、区政府
上访，1000 多人拉
横幅抗议医院施工

互动
( 2005 年底)

市建委介入，通过协调会，

规划局、房管局、区卫生局、
物价局等政府部门得以统
一处理肿瘤医院问题

依赖政府部门
参与辩论，获取更
多资料

发展
( 2006 年)

规划局、房管局、区卫生局、
物价局等疲于应对诉讼

继续施工，依赖政
府部门应对抗议

社区居民起诉不同
政府 部 门 ( 高 达
100 多起) ，从相邻
权转向共有产权

高潮
( 2006 年底)

卫生部答复要改变医院用
途，恢复成卫生院。后不了
了之

继续施工
劳伟明、唐耀、肥林
进京到国务院和卫
生部上访

持续
( 2007 －
2008 年)

区政府协助广安肿瘤医院，

强行从 A楼取电
继续施工，从 A楼
变电房拉电缆

陈志强等人抗议广
安肿瘤医院从 A楼
拉电

持续
( 2008 年)

策略改变，街道、居委会协
调肿瘤医院与社区居民的
关系，避免矛盾

去除“肿瘤”二
字，给居民发公开
信，要做“好邻居”

唐德告房管局，获
得卫生院产权的均
价资料，明显低于
市场价

因故中断
( 2008 年之后)

角色—时间矩阵表为我们展现了新的空间生产过程。不同政府部
门轮番登场，将规划权力隐藏在产权及程序合法性的话语中，采取符合

自身利益的策略性行为。广安医院更多依赖政府的逻辑而行，在政府
的支持下继续建设。居民则认为卫生院是政府给南苑的公建配套设
施，期望政府能出面恢复社区卫生院的用途，上访与诉讼是他们抗争剧

602

社会学研究 2012． 1



目①中最为重要的脚本。
政府和广安医院将社区作为物理空间对待，底层能动性则意味着市

民空间的形成，三者在不断地互动中形成了“准制度化”的社区空间。本
文认为，只有将这些互动置于含混—谋略型的国家—市民社会关系中，
才能有的放矢，得出切实的理论解释。显而易见，不同主体分别采取了
不同的“剧本”，依循各自的利益逻辑而行。南苑的空间抗争体现了与西
方“组织性”不同的特征，以文化、地区为基础的非正式组织形成了底层
公共领域，进而形塑了自下而上的社会空间生产的本土特色。

三、空间规划与底层回应: 社区空间的生产路径

德塞图用“空间战略”②来形容当权者的空间位置战略，以分类、划
分、区隔等方式规范空间( 吴飞，2009) 。与此相对，自下而上的动员是
对政府空间干预的回应。角色—时间矩阵表显示，不同主体依循具体
情境变换策略，以期生产出不同类型的社区空间，依此，政府和居民描

绘出与西方空间生产的“组织性”范式不同的途径。

( 一) 政府部门:权力 /产权话语下的空间战略③

《信访条例》规定: 谁主管，谁负责。在居民第一次到市政府信访
后，房管局、规划局、区卫生局分别做了信访复函，引用批文情况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看出，三个部门互相引证，形成一条关系链，既互相依赖，

又互相推诿。他们用其他部门过去的政策、规定互为对方的行为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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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梯利采用了抗议剧目的概念，认为人们在不同时期的集体行动中有不同的抗议剧目
( Tarrow，1998; Tilly，1979) ，这是在结构和文化的背景下习得的，从而指导了人们的集体
行动。梯利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连接结构与个体。他认为，剧目是变迁的，从传统的剧目
到新的剧目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譬如美国的抗议中，旧的剧目是狭小的、直接的和
以社团为基础的，新的剧目是全国性的、有弹性的，而且成立了专门的为斗争而准备的自
主形式的协会。脚本则为剧目中的某些片段。
德塞图用战略与战术的概念分别比喻当权者( 强者) 与消费者( 弱者) 的操作方式与空间

位置战略( 吴飞，2009) ，本文借用该组概念进行分析。
在西方的“组织性”范式中，反社会运动组织是独立的部分。按照这个范式，应该纳入广
安医院作为一方进行分析，但广安医院的行为依赖政府的反应，使政府部门处于“风口浪
尖”上，所以本文着重分析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



① 市规划局【1993】328 号批字: 4、卫生院一所，用地面积 1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 平
方米。

② 该审核书审核批复同意建设一栋 9 层医疗楼工程，总建筑面积 10097 平方米。
③ 该许可证批准施工的项目用地面积 2380 平方米，为一栋 9 层、总建筑面积 10097 平方米
的 ZG医院南苑分院。

④ 区卫生局认为，他们根据规划局及市卫生局的安排建设卫生院。1999 年 11 月，该工程正
式动工，2001 年 4 月完成主体工程，但在 2002 － 2004 年间，由于资金问题暂停施工。目
前，该卫生院仍由区卫生局和市住建办合作建设，并按照发展基层卫生事业要实行“政府
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多方筹资”的原则，由广安肿瘤医院投入后续资金建设。

表 2 房管局、规划局、区卫生局的信访复函引用批文

政府部门 依 据 批准部门

房管局

城规批字【1993】第 328 号《关于南苑解困小区总平面规
划方案的函复》①

规划局

城规南片建字【1996】第 294 号《建设工程报建审核
书》②

医疗卫生服务必须由卫生部门解答

市卫生局

规划局
制定的 1993 年及 1996 年的规划没有问题 规划局

卫生院问题需到卫生局反映 市卫生局

区卫生局

1993 批字及【1995】第 294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③ 规划局

【1998】23 号《关于南苑解困小区卫生院建设问题的批复
意见》

市卫生局

1999 年，《合作建设南苑解困小区卫生院协议书》 市住建办

合法、合理的解释，但却是含糊、有冲突的。主要表现为: 一是房管局认
为并无“社区服务中心”的提法，也未有 5 层的规定，回避 1993 年的规
划面积。二是规划局的函复写明卫生院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 平方米。
房管局指出该卫生院属于公建配套设施，应问询卫生部门。而区卫生
局④引入肿瘤医院的资金建设公建配套的行为也难以让人理解。
区政府根据这些函复给南苑发来公开信: 既然卫生院的建设是符

合市规划局 1993 年和 1995 年的规划批字，也符合相关的卫生管理条
例，其施工又获得许可证，那么居民的抗议是不合理的。信中写道:

南苑卫生院的建设是合法、合理的，是符合居住区广大居民的
切身利益的。希望业主们能够理解、支持和配合区卫生局对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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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楼开展围墙修复及有关后续工程，尽快把卫生院建成并投入使

用，为群众提供优质保健服务。如果有什么新问题，可以继续通过
信访途径或者法律途径解决。不要采取过激行为，避免把自己摆
在违法的位置上。

区政府认定肿瘤医院建设的合法性，否定南苑居民的诉求，信中提

到“过激行为”和“违法的位置”是警告社区居民不要采取群体性行为。
从初期空间规划到后续的改变，政府并未知会居民，而是以自身的法律

条文保障自身行为的程序合法性。总结第一阶段的互动，政府部门的
空间战略具有以下特点。

1．整体布局。南苑是城市规划的结果，社区内部也是预先设计的。
解困房社区在建设初期远离市中心，体现中心—边缘的空间安排特点。
肿瘤医院的建设也是服从政府整体空间布局的结果，作为邻避设施，①

在解困房社区中能够更为合法、合理的安排。
2．政府部门的自主性。肿瘤医院的建设牵涉到规划局、卫生局、房
管局，但他们依据其他部门的条文，形成循环论证的怪圈。归根到底，
各个部门在采取行为时，都从自身部门的利益出发，将责任推给其他部

门，说明政府各部门之间并非严密的铁板一块，他们各自有较强自主

性，这是政府“组织性”的重要特点。
3．隐蔽性: 程序合法、产权话语的使用。政府行为暗含着对程序合
法性的肯定，三个职能部门及区政府在回复居民时，都以诸多政策文本

为依据，是权力的贯彻落实。而后又以产权的话语肯定其合法性，将自
身行为充分隐藏在这些话语下面。

4．“匝道效应”②: 方向不可逆。在整体规划、程序合法性的论证
下，政府对卫生院有绝对的规划权及产权，规划权是一种权力，产权是

一种物权，政府有处理国有资产的权利。当不同部门用合法的条文互
相支持时，肿瘤医院的建设成为维护规划权力与“权利”的双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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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谓邻避设施，通常指一些有污染威胁的设施，会对居民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何艳玲，

2006) 。
汽车在匝道行驶时不许停车、倒车，只能往前开。政府的态度与社区的分层及事件的类
型相关，如果社区处于底层、事件不涉及政府的合法性资源，政府的态度就倾向于对程序
合法性的维护，而非改变原来规划。如果社区处于中上层、拥有较大的话语权( 足以影响
政府的合法性资源) 、与政府协商能力强，则改变规划的概率就越大，如番禺垃圾焚烧厂
的延滞。



邻里的反抗只能是徒劳。
空间规划的整体性、匝道效应等显示了政府空间战略的特点，将空

间予以分类、区隔控制，而忽略社区邻里的要求。以产权为特征的空间
是孤立的，其负外部性并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这种空间战略是
分层的，在南苑中是压制，而在中产社区则是协调解决，到了高层社区

则体现了更多的自治因素。不同的社区彰显了不同的空间战略因素，
也导致了不同群体的战术性回应。

( 二) 底层回应:规则 /权利话语下的空间战术
三个部门的回复显然不具说服力，居民要求获得所提到的所有批

文，以进一步揭发事实真相。① 过了一段时间，规划局做出政务信息公
开的决定: 公开第 328 号公文。内容如下:

解困房用地决不允许改作他用，不得合作、开发，搞房地产、商品
房，因此要具结公证，高层部分仍应作解困房……十、公建配套项目
……4. 卫生院一所，用地面积 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平方米。

公文体现了解困的话语，与前述函复有冲突。2005 － 2006 年初，
社区居民主要的任务是获得信息，在政府部门交叠性权力网络中寻找空

隙，试图完成自身权利的提升。他们的“抗争剧目”是有限的，通过循序
渐进的上访或者诉讼在支配性网络中“游走”。信访未果，他们遂向法院
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政府履行 1993 年制定的规划，以及将公建配套设
施的共有产权交还给业主。《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建房
【1994】第 761号文) 和《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 国办发【1995】6 号) 规
定，公建配套设施计入房价之中，因此，他们认为卫生院产权的变更侵犯

了他们的权利。制度监督的缺位使居民认为必须有合理的权利关系，反
过来才能要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实现，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中政治的利

益诉求( 孟伟，2007) 。
在长达 4 年的抗争中，南苑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

2005 年底居民抵制医院施工。抗议持续两天，人数从开始的几十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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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们对三个部门提交了《请求政务公开的报告》，要求复印 328 号公文和 294 号公文及
“公建配套项目卫生院一所”的详细规划。但 294 号文未获批准公开。



集到 1000 多人，区政府派出防暴警察维持秩序( 2010 － 01 － 23 HW 访
谈记录) 。这些群体性事件与后续的上访、诉讼等环环相扣，市民空间
的生产并非一蹴而就，必须回到社区中去挖掘。
社区的动员能力来源于以劳伟明、陈志强等为首兴起的“榕树

头”———即 1999 年以来在物业费抗争中发展起来的社区共同体。这与
索莫斯( Somers，1993) 的分析类似: 工人阶级动员依靠此前已经存在的
共同体，主要是控制在底层手中的“公共领域”。与肿瘤医院的对抗使
社区空前团结，居民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南苑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社区

运动。公建配套设施作为市政单位在社区中的空间安排，在合法文本
中被剥离为政府的私有产权，虽然与其他小区业主无关，但社区邻里也

能通过相邻的空间对其进行制约，这就使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等混杂在
一起，形成了较大的张力。在社区空间生产的过程中，社区居民赋予了
A楼更多的情感意义，被称为南苑的“井冈山”。
社区居民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话语、不同的策略性行为，与不同

的政府部门进行对抗，其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1．被动回应。社区居民主要围绕政府部门给出的答复采取进一步
的行动，而非主动去争取权利。市民社会发起保护自己的社会行动，进
而建构起一个市民社会和社区结合的社区共同体。

2．抗争剧本。抗争以已然形成的社区共同体为支撑，在精英主导
下的非正式组织( 榕树头等) 中进行，形成模式化的抗争剧本，从市政

府信访到行政诉讼，无不体现着抗争的轨迹。上访维权、诉讼维权、立
法维权( 陈鹏，2010 ) 等并非是独立的，而是抗争剧本中的不同片段。
本文将该抗争剧本总结为“间隙运用”的过程。

3．规则意识。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
强化而不是挑战，与“规则意识”( 裴宜理，2008 ) 较为接近。抗议遵循
国家认可的规则，要求政府执行原有规则。但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并不
一致，政府引证规划权与产权，民众则以解困、共有产权等话语应对。
规则意识还体现为对于“合法抗争”的认可，是将“文本的法”转向“实
践的法”的重要实践( 陈鹏，2010) 。

4．权利向导。“规则”与“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文本规则成了居
民权利追寻的“规则”话语，这些运动一定程度上使制度文本规则逐步
转变为现实。在政府制定的规则中，社区居民觅得权利话语，并视其为
应得权利，所以南苑的一系列话语都是以权利为向导的，与规则意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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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在一起。
5．团结的权变型。在面对政府部门及肿瘤医院时，居民采取了不
同的策略性行为，使其出现权变型的特征。有人希望通过上访解决问
题，也有人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这源于他们对国家空间战略的不同

的理解，并最终导致社区的分化，这也成为 2008 年之后抗争逐步弱化
的重要原因。

( 三) 社区辩论空间的产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空间生产的分
合轨迹

市民空间的概念意味着必须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两极关系置于社区

空间，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前述解释了空间生产上下两个面向“分
离”、对抗的方面，社区被建构为一个权力与权利的场域。在压制与回
应之外，政府与社区展开了辩论，指涉了“合”的一面。

1．协调会: 社区的辩论空间
对社区空间的干预延续了统治逻辑，政府并未视居民为治理主体，

而以行政程序的执行为主。但这次干预涉及到空间的重构，激起居民
的反抗。2005 年 12 月 8 日，社区居民又赴市政府上访，与市建委主任
进行“交谈”，他们以《请求依法维护小区业主权益，撤消非法规划》为
题目，结合政府文件，分“建设规模的变化”、“‘许可证’的非法性”、
“建设及产权问题”三个方面指证卫生院建设的非法。
市建委在居民上访后召集相关部门与社区居民一同召开协调会，

采取了社区辩论的形式。在市建委的主持下，涉及到的部门———规划
局、卫生局、房管局等都派领导参加。业主代表有陈志强、黎哥等，他们
还专门通知了市晚报姚记者参会。① 市建委搭建了对话平台，使居民
得以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一起针对医院建设问题进行对质。协调会的形
式在解决居民与政府部门或不同单位之间矛盾时使用较为频繁，主持

协调会的政府部门为第三方单位，以显示其中立性。协调会现场火药
味较浓，居民认为肿瘤医院的建设极不合理，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
最后，市建委许处长出面调解，要求三个部门针对公办卫生院的转让合

同、规划局改变规划及卫生院的产权归属等问题进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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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以往的社区运动中，他们与媒体建立了比较直接的联系，通过媒体扩大自己的话语宣
传力度。



在此阶段，政府介入社区生活，参与辩论，改变了初期直接对抗的

策略，具有较大的缓和性，也使社区共同体能以社区治理主体的身份参

与到社区生活中，缓解了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与内在的社区共同体之

间的冲突，这可被视为自上而下的压制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动员之间的

调整。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协调会更容易使不同的部门得到整合，
从而产生具有统一性的策略。此时市建委成为第三方，协调多方关系，
并将信息透明化。协调会成为各方主体博弈的场所，充分显示了各方
的态度及行为依据。

2．妥协: 将“肿瘤”去除
协调会是不同话语博弈的空间。民众对城市规划合法性的看法、

对于规则的理解决定了他们是否参与到抗争中来，他们共同营造了一

种社区的话语，可视为相邻权、安居及解困的话语; 但政府采用产权及
规划合法性的话语，以应对社区居民的质疑。
在三个部门重新函复之后，卫生院的建设遵循程序合法的途径，得

到市建委等部门的肯定，居民的上访于事无补。政府及社区居民双方
都在使用安居及解困的话语，力图在合法性框架中寻找话语工具，但最

终是政府话语占主导，卫生院建设继续进行。政府部门通过协调会的
形式，将分散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整合起来，以统一的姿态出现，这

使后续的上访及诉讼变得更加艰难。
不过，在这一轮上访后，社区居民获知了更多卫生院建设的相关情

况，对事情始末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知情权”逐步获得实现。而这
种“知情权”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寻找更多的空隙，进一步向他
们的目标推进。另外，在后来协调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求广安肿瘤医
院的名称中不能出现“肿瘤”的字眼，以表示不会在社区中建肿瘤医
院。这是政府部门的微弱妥协，是对社区居民的“安抚”，但对广安医
院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无形的损失。

( 四)“准制度化”的社区空间的生产:策略性与稳定性的双重逻辑
在社区建立初期，政府理所当然地进行社区空间规划，在规划调整

时以权力干预社区冲突，压制社区运动。社区空间从政府以产权为依
托的物理空间，到社区居民建构、以底层公共领域为支撑的市民空间，
再到二者共同参与的社区辩论空间，显示了双方互动的策略性。
当社区居民被动员起来后，通过什么方式让不同的政府部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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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使其妥协、放权、让权呢? 总体来说，政府部门以社区控制为特
征，采取了产权 /权力话语及互相推诿等策略进行初期应对，而后又通
过协调会的形式减少原先部门自主性所造成的不一致。在自下而上的
空间中，社区居民的策略性也较为明显，他们采取的是一种“间隙运
用”①的策略。社区主体通过不断地寻找缝隙而达成市民空间的“间隙
出现”。在事件中，这种间隙存在于省市之间的法律规定、不同政府部门
之间、广安公司等诸多支配性网络关系中。国家以具体的政府部门出
现，有着部门自主性利益，而市民亦难以统一; 这两种分裂性交叉形成了

较为复杂、具体的“策略性空间”，也暗示了社区空间生产的复杂性。
在社区辩论空间中，认知解放逐步出现，公民身份权利的意识逐步

深入到个体的理念中，这是底层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所在。在反复辩论
及“间隙运用”的过程中，社区拥有了使自己发声的空间，通过与不同
政府部门的策略性互动获得诉求的表达。这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
将原本隐藏在政府强势权力后面的支配性网络结构逐一解剖。在第一
阶段，这种间隙是不同部门的自主性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政府部门也因

循部门利益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 但这些间隙在后来的互动中逐一

被政府所填补，体现为以往的独立应对到后续的协调应对。
所以，社区辩论空间是策略性和稳定性的结合。一方面，政府构建

的辩论平台是权宜性的，没有制度支撑; 另一方面，近年来，不同政府部

门的协调会成为调解市民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同时，社区居民不断
地总结经验，发展出独特的“间隙运用”策略，表现为抗争“剧本”的稳
定性。在新形成的社区空间中，政府部门通过基层政府逐步掌握南苑
社区动员的方式( 后续的很多协调会都是街道、居委会组织) ，与社区
精英结成某种持续的联系，给社区居民发言的空间，从而化解了一些矛

盾。居民在社区精英的组织下，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非正式组织，也为
2008 年业委会成立之后的正式运作奠定了基础。这种辩论空间并非
正式的合作方式，而是权宜性、策略性的，但却相对稳定，本文将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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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借鉴曼间隙生产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
构成的”( 曼，2002: 1) ，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等形成的交叉网络，一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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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终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在宏观层面上，这些组织手段从来没有充分制度化为支
配性结构，存在着间隙( 曼，2002: 39) ，这是另外一种支配性结构得以萌芽、发展到最后导
致社会重组的前提。本文的“间隙运用”概念指的是社区居民在不同政府部门自主性空
隙中获得机会空间，进而要求政府部门让权、放权。



图 1 自下而上社区空间生产的“间隙运用”过程

为“准制度化”的社区空间，视为社区空间生产的重要方面。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组织性”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社区空间的生产，其强
调不同组织在共同的法理前提下互动，呈现出更为稳定的互动模式。
但在中国，社会组织弱化，国家、市场联盟，三者形成“含混—谋略型”
的关系模式，在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暧昧，出现分分

合合的情况。本文以南苑为例，批判地借鉴西方社区空间生产的“组
织性”范式，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空间生产的“上下分合轨迹”
模型，期望弥补现今理论的不足。
社会科学范式的变化，起于其“空间转向”( Baldry，1999 ) ，即“空

间作为一个解释自变量的出现”( Massey，1985 ) 。中国城市社区空间
的生产是空间规划与底层能动性之间交织的过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

间的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进而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

化，在此过程中生产了空间本身。这是一种“上下分合”的过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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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在动态变化中被形塑的，如图 2 所示。

图 2 社区空间生产的“上下分合”轨迹

在南苑，广安肿瘤医院贯穿着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与自下而上的

空间消费抗争。政府部门的空间规划履行的是程序合法性的原则，而
社区居民要求原来规划方案的实现，二者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分”。
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在各自的“文化工具箱”中采取了不同的话语工
具，努力使自身的话语主导整个事件，这是“合法性”与“规则性”之争。
空间的生产充满着各方利益博弈，但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有权势的一

方( Harvey，1992) 。不过，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上下“合”的一面即
是双方协调会的辩论、政府的妥协、社区居民的权变回应等，体现了政
府与社区居民策略性的重要一面。需要指出的是，“上下分合”是动态
的、阶段性的，是社会控制结构与社区共同体反复协商的过程，正如南
苑现阶段的妥协与“接受”成为下一阶段“分离”与“对抗”的基础，进
而开始新的阶段。在规划与抗争中，社区“准制度化”的辩论空间得以
形成，可视为社区空间生产的新阶段。
以往的社区空间生产分析很容易停留在规范讨论或者单一的分析

上，图 2 中方框内的步骤成为一个“黑箱”，大家集中分析社区利益输
入、社区空间生产( 利益输出) 等过程。本文深入田野研究，期望以实
证资料为基础，打开“黑箱”，建构特定路径的社区空间生产理论模型，
以用于解释转型期社区空间生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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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型中，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和社区双方行为的策略性。
社会空间既是行为的领域，也是行为的基础( Dear，2000) ，具有政治性
和策略性( Lefebvre，1977 ) 。国家、市场及市民社会遵循各自立场，采
取不同的策略性态度，互动关系错综复杂，只有将其置于具体情境中才

能分析。在转型情境中，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变换为不同的参与者，展
开了合作抑或冲突。各方在互动过程中拥有各自的立场，凭借各自的
话语，也希望将这种话语上升为垄断的话语，进而体现了转型期的不确

定性。在本案例中，较为明显的是，以往国家强控制的规划推行已经失
效，而以诸多话语工具进行治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将自身行

为隐藏在程序合法性的市场话语下; 社区的态度亦是策略性的，他们采

用不同的话语进行抗争，体现为一种权变型的行为。政府的规划调适
是另外一种程度的安抚和妥协，而社区暂时的“接受”等也都具有策略
性的特征。可见，策略性的行为成为转型期社区空间生产的重要方式。
本文将新的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称为“含混—谋略型”关系，指涉

在不同的互动情境中，国家、市场、市民社会三者各自选取符合自身利
益的话语工具( 在本案例体现为政府部门的程序合法性话语和社区居

民的解困、共有产权等话语，而政府部门的话语更多以产权等市场话语
表现) ，并试图将这种话语推向垄断地位的关系形态。广义上说，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理型国家—市民社会关系属于谋略型关系的一
种，当各方以法律的实施为共同的依据时，则确立为法理型关系。但谋
略型国家—市民社会关系更加关注法理型之外的关系类型，指涉各方所
采取的行动策略。虽然前述提到上访、诉讼、立法等相关法律途径，但都
只是底层民众在社区运动中使用的一种策略; 相对应的，政府采取策略

性态度回应，或以维稳话语压制信访。判断谋略型或者法理型的依据，
并非是否使用法律，而是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使用法律。国家—
市民社会双方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法理标准，只是将法律当成一种话语

工具使用。
这即是转型期社区空间生产的结构性变量，在这个场域中，国家与

市场获得了霸权的干预，但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底层民众能动性回应，
以规则、权利等意识为主导，但最终服从于空间的霸权体系。政治性与
社会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形塑了社区空间的不同面向。一方面，政府、
物业公司与社区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性的，由此可清晰辨析出外

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与内在的社区共同体两个维度( 黄晓星，2011)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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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分合轨迹中，协调会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效果杯水车薪。另一方
面，社区空间的实践过程成功地将物理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给物理空

间赋予了意义，如“榕树头”的形成与发展，社区成为辩论的空间。在
此，社区空间既是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之间互动的容器，是现阶段都
市斗争的主要对象，也是各个主体互动的目的。
作为目的，国家、市场将社区空间视为交换价值，规划的权力最终

以产权的话语体现出来，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国家资产; 但居民将社区

空间视为使用价值，不只局限于空间，还关乎权利，他们通过抗争，迫切

希望重新将空间定义为使用价值。这是“上下分合”的根源。列斐伏
尔指出，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
社会”等都是空话( Lefebvre，1979) 。肿瘤医院的建设将社区空间推向
不合适的空间，肯定空间的使用价值即是空间正义的目标。当然，空间
正义是相对而言的。对某个利益群体而言该空间的生产合理，但对另
一利益群体而言也许就是不合理的。在此意义上，即要看社会价值体
系到底如何安排，以及如何对待各个不同的群体。“有多少种相互竞
争的社会合理性的理想，就有多少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正义的理论”
( Harvey，1992) ，政府认为程序合法性即为合理，而底层民众视空间权
利为合理。本文秉承底层视角，认为社区空间的使用价值才是社会主
义应该寻求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空间①生产应有的价值关系，而这种空

间视角是以底层自治为主体的。空间正义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生活理
想，也是现代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公正的规划和政策实行必须将底

层群体从被压迫形式中解放出来，由其进行公正的自由表达( Harvey，
1992) 。这也是本文聚焦于话语之间的表达及博弈的真切原因，由不
同主体各自说话，从而呈现出社区空间生产的真实面貌( Lefebvre，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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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sm，that's to say，we should find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societal foundations of
corporatism and its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under-
standing of corporatism，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institutional form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are highly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orporatist model，the corporatist model cannot be applied in China properly due to
lack of societal foundations．

“The Trajectory of Up-Down-Fragmentation-Integration”: The producing
of community space Huang Xiaoxing 199……………………………

Abstract: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western organizational par-
adigm of the producing of community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ambiguous-strategic
relationship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we need to con-
struct a new theory better matched to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 The paper focu-
ses on the story of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Guangan Cancer Hospital in
Nanxin Garden Community，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producing of com-
munity space under the structured context of the reframing of the urban spac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when the layout of urban space was being carried out，power
was hidden in the market system and the discourse of procedure legitimacy and prop-
erty rights were used to acquire the monopoly position． Simultaneously，people in the
community fought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rules and rights，but
failed in the e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of the hegemony of space，the
tactics of space protest，and the tracks of the producing of community sp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shift to the producing of the space
of socialism in order to acquire space justice．

REVIEW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Causal Inference: A methodological re-
view Hu Anning 221…………………………………………………

Abstract: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s
sociological studies begin to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ausal 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etho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re-
view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s well as its implica-
tions for sociological survey research． Second，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how to per-
form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using an example． Third，based on Mill's discussion
on causality and statistical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this article shows how propensi-
ty score matching contributes to causal conclusion by controlling for confounding vari-
ables and satisfying the unconfoundedness assumption． Fourth，this paper compar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ith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nd instrumental varia-
ble method． Finally，after summarizing the major limitation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wly development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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